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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制度安排对企业有效税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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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制度变迁理论的思路,从中国的产权制度安排角度研究企业税率差异化问题.研究发现:政府财

政收入来源有限,通过差异化的产权制度安排以换取实体企业的税收收入支持;产权制度安排的中国特色有企

业层面的产权性质安排和地区层面的产权保护程度,微观上产权制度安排形式有政府补贴、融资成本、社保费用

以及寻租成本四个方面.实证结果发现:企业层面产权性质与实际有效税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平均而言,国

有制企业的有效税率较民营企业高０．４１个百分点;企业层面,政府补贴、社保费用以及寻租成本是产权制度安

排影响有效税率的具体形式,融资成本形式尚不明确;地区层面产权保护制度与企业有效税率具有显著正向关

系.企业、地区层面的产权制度安排与企业有效税率之间的正向关系符合制度变迁理论,为理解企业差异化税

率提供了新的思路.

关键词:产权制度;产权保护;企业税率;税收支持

中图分类号:F８１０．４２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Ｇ５２３０(２０２０)０３Ｇ００７８Ｇ１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Ｇ１２Ｇ０７
基金项目:教 育 部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重 点 研 究 基 地 重 大 项 目 “供 给 侧 结 构 性 改 革 与 财 政 收 入 体 系 建 设”

(１６JJD７９００５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政府间税收分成对地方政府行为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研

究”(７１６７３２７８)

作者简介:刘　潘(１９９４— ),江西吉安人,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博士生;

张凯强(１９８７— ),山东潍坊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一、引言

实体企业对激发市场经济活力起着重要作用,其税收负担广受社会各界关注.根据税法原理,同
一类型企业之间的法定税收负担是一致的,但现实中市场经济实体企业面临着差异化税率,其背后的

制度层面原因值得深入研究.产权制度是保障实体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制度之一,我国产权制度

发展是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起重要作用.但不容忽视的是,我国产

权保护制度仍然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十八大以来,我国推进产权保护制度完善的政策力度达到了新高

度.以上事实提醒我们,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现代产权制度已初步形成,但现实中依然存在一些

缺陷,市场经济运行中尤其表现在不同产权性质经济主体上.
企业实际有效税率和产权保护制度缺陷的事实是否存在联系? 我国产权制度的政策安排是否会影

响实体企业的实际有效税率? 目前鲜有文献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总体上,实体企业的税收负担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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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制度因素以及自身生产经营特征因素影响.根据文献梳理,外界制度因素具体可以进一步分为税

收法律变化[１][２][３]、产业政策[４][５]、政治关联[６][７][８]以及股权性质[９][１０][１１]四个方面;企业自身生产经营因

素主要集中于企业规模[１２][１３]、财务杠杆率[５][１４]、资本密集度和存货密集度[１５][１６]以及成长能力[１７][１８][１９]

四个方面.已有文献中关于产权保护与企业实际税负的讨论最相关的是企业股权性质与企业实际税率

这类研究[１０][２０],更多的文献将企业的股权性质作为异质性分析[２１][２２],尚未从政府产权制度设计上理解

企业有效税率的问题.产权安排一个重要的企业微观表现便是企业的所有制性质,企业所有制性质会

直接影响企业的经济绩效[２３][２４][２５],进而对企业有效税率产生影响.不同所有制性质企业在市场经济中

存在不公平竞争现象,可以归纳为所有制歧视,这是中国尤其是过去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不争事实,本
质上是由产权制度缺陷造成的,这种制度安排背后的逻辑需要从不同视角进行阐释.

基于此,本文从中国的产权制度安排角度研究企业实际有效税率差异化问题,以期在我国过去几

十年税收收入高速增长的大背景下,从政府产权制度安排角度理解实体企业实际有效税率问题.本

研究边际贡献可能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产权制度安排角度立意,对我国企业实际有效税率

的差异问题进行研究,并尝试从产权制度与税收支持这一“政府－企业”互动关系进行解释,丰富了企

业有效税率的相关研究;第二,已有文献对产权制度安排在微观上的具体形式关注度不高,本文对政

府补贴、企业融资成本、社保费用缴纳以及寻租成本这四个方面进行检验;第三,实证中产权制度变量

同时使用企业微观层面和地区宏观层面数据,并考虑了企业产权性质变动的准自然实验,为检验产权

制度与企业有效税率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可靠的经验证据.

二、制度背景与研究思路

(一)产权制度安排的中国特色

我国产权保护制度尚不健全,可以分别从企业微观层面的所有制安排以及地区层面的产权保护

程度理解中国式产权制度安排.企业的所有制安排是政府产权保护制度在微观个体的具体表现,而
地区产权保护程度则是直接对地区产权制度安排进行量化打分.

２０１６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明确指出,要加强

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保护,国家政府工作报告也将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作为重要的工作内容,上述

措施旨在保证不同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

护.以上政策直接揭露出企业所有制歧视是产权制度安排缺陷的典型事实,政府产权制度安排的典

型表现即为不同所有制企业市场竞争中面临不平等的竞争、受到不同程度的产权保护,实体企业的所

有制结构可以作为(地方)政府产权制度安排微观层面的衡量指标.
实体企业在实际生产经营中面临所有制歧视这一制度事实,与中国国企改革、市场经济发展完善

过程有很大关联.国有企业在我们发展战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政府具有天然的联系,这是所有制

歧视产生的主要原因.政府的产权制度微观层面一方面为企业所有制歧视,另一方面政府产权制度

安排通过具体行为对实体企业产生影响,产权性质和政府具体行为都是产权制度安排的重要内容.
政府通过差异性的干预方式影响实体企业的生产经营,这本身就是产权制度安排的具体表象,而企业

产权性质与上述政府干预息息相关,国有企业在获得政府直接帮扶或金融抑制、资源税费等形式的暗

补上具有天然的优势[２６][２７],企业产权性质与政府具体行为的交互作用也值得讨论.基于此,结合现

有数据,本文认为政府补贴、融资成本、社保费缴纳以及寻租成本是政府产权制度安排的具体形式,且
存在企业所有制性质上的差异,理论上可以预测政府补贴具有正效应,融资成本、社保费用以及寻租

成本的效应为负向,但是需要通过实证进一步检验.
产权保护制度安排的另一重要特征是地区间产权保护程度存在较大差异.产权保护制度可以细

分为避免政府侵害企业的产权制度和保证企业间合约有效执行的契约制度,前者规范政府、企业间的

关系,后者规范市场主体之间的行为[２８][２９].产权保护制度直接度量政府与企业间的关系,余明桂等、
李文贵和余明桂利用地区层面的产权保护程度进行了实证分析[３０][３１],他们使用的代理指标为樊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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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市场化指数中的“减轻企业的税外负担”指标[３２](P２７０).该指标不仅反映了非市场途径分配经济

资源的状况,同时也反映了政府对企业财产权利侵害的概率,可以直接衡量地区层面的产权保护

程度.
(二)产权制度与税收收入:诺思的思路

政府既是产权制度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同时又是税收政策的制定者和征管者,从政府制度设计的

角度出发理解企业税收问题是有必要的.诺思在其制度变迁理论中认为国家活动带有歧视性,通过

不同的产权制度设计最终以实现收入最大化目标,并在对无效率产权制度进行分析时提出,相对低效

率的产权反而比那些更有效率的产权能带来更多的税收收入.根据此思路,制度安排上,国家的产权

制度会直接影响到实体企业的实际有效税率,税收支持是政府产权制度安排的一个逻辑和内在动力.
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在最大化财政收入的动机下,通过对不同产权性质的实体企业给予有差异化的

直接帮扶或金融抑制、资源税费等形式的暗补,最终以获取有高低差异的实际税率作为回报[３３][３４].
财政支持是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而财政支出是刚性需求,税收收

入是其重要财力支持.因此,在税收收入来源有限的情况下,政府部门可以通过产权制度安排以满足

财政收入需求,直接结果是产权保护程度较高的企业承担较高的有效税率,这是产权制度与企业有效

税率关系的逻辑所在,接下来的实证,我们将验证这一逻辑是否存在.

三、计量模型与变量说明

(一)计量模型

在理论梳理和分析的基础之上,本文构建面板数据固定效应计量模型,以实证检验中国式产权制

度安排与企业实际有效税率之间的关系.参考已有文献[１９][３５],本文的计量模型具体如下:

ETRit＝α＋β􀅰Propertyit＋γ􀅰X′it＋μi＋υt＋εit (１)
同时为了检验产权制度与实体企业的互动渠道,本文加入政府补贴、融资成本、社保费缴纳以及

寻租成本四个可能的渠道,同时加入其与企业所有制性质的交互项,建立如下计量方程:

ETRit＝α＋β１􀅰Propertyit＋β２􀅰Formit＋β３􀅰Propertyit􀅰Formit＋γ􀅰X′it＋μi＋υt＋εit (２)

式(１)和式(２)中,i表示实体企业,t表示时间(年份),α是常数项,μi为个体固定效应,υt是时间固

定效应,εit代表误差项;ETR代表实体企业实际有效税率变量,Property为产权制度安排变量,Form
是政府与实体企业的互动渠道变量;X是一个由控制变量组成的向量———向量内是影响实体企业实

际有效税率的其他因素;β和γ分别是产权制度安排和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
在实证过程的所有回归系数中,本文主要关注产权制度变量的β值,若β值大于０,则说明政府产

权制度安排与实体企业有效税率之间存在正向关系,即符合理论分析中政府的产权制度安排与企业

税收支持的关系;若β值小于０,则说明政府产权制度安排不存在与企业税收支持的交换.
(二)数据介绍

本文企业层面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地区间产权保护程度指标来自樊纲

等的研究成果[３２].本文选择的样本期间为１９９８~２００７年,这主要限于数据质量问题,但大样本能够

为本文结论提供保证.
原始数据为调查统计数据,不可避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指标逻辑关系不合理、存在缺失

值两个方面.针对原始数据存在的问题,参考现有研究,进行如下处理:(１)剔除从业人数小于８以及

存在缺失值的企业样本;(２)剔除工业中间投入小于０的企业样本;(３)剔除资产总值小于固定资产、
资产总值小于流动资产、累计折旧小于本年折旧的样本;(４)剔除工业总产值小于０、总资产小于０以

及存在缺失值的企业;(５)剔除应付工资薪酬总额小于０以及缺失的企业样本.
(三)变量说明

１．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企业实际税负(有效税率),根据以往的研究[３５][３６],本文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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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企业实际有效税率作为企业实际税负的测算指标,具体计算公式为:企业实际税率 ETR( ) ＝
企业应交所得税

利润总额 ∗１００％.

２．核心解释变量.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产权制度安排变量.具体而言,本文采用三种方法对

实体企业的产权性质进行度量:(１)根据实收资本计算的产权性质虚拟变量(soe_k),即实体企业实收

资本中国家资本金占比高于其他所有制类型资本金占比取值１,否则为０;(２)企业登记注册类型的产

权性质虚拟变量(soe_reg),根据企业登记注册类型的划分规定,若实体企业为国有企业、国有联营企

业、国有独资公司三种类型中任意一种则取值１,否则取值０;(３)国家资本金占比,即依据实收资本中

国家资本金占比衡量企业产权性质,占比越高,则企业的国有性质越强.
政府产权制度安排的具体形式检验中,需要对政府补贴、融资成本、社保费率以及寻租成本四个

指标进行刻画.结合已有研究以及现实数据结构,政府补贴用补贴强度测度,具体计算公式为:补贴

强度(subden)＝
企业补贴收入

销售收入
;融资成本考虑到１９９８~２００７年工业企业中主要融资通过银行贷款

进行,因此 使 用 利 息 支 出 与 总 负 债 的 比 值 进 行 度 量,具 体 计 算 公 式 为:融 资 成 本 (fincost)＝
企业利息支出

负债总额
;社保费为企业用工成本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可以用社会保障费用支出与工资总额的

比值计算,即社保费率(sseratio)＝
社会保障费用总支出

工资总额
;寻租成本使用管理费用与企业总产出的比

值进行度量[３７],计算公式为:寻租成本(rent)＝
管理费用

工业增加值
.

地区层面的产权保护程度利用樊纲等地区市场化指数的子指标(prp_fan).具体指的是地区市

场化指数中的“减轻企业的税外负担”指标,该指标不仅反映了非市场途径分配经济资源的状况,同时

也反映了政府对企业财产权利侵害的概率,可以直接衡量地区层面的产权保护程度.

３．控制变量.参考以往文献的做法,本文的控制变量主要有企业规模(salesvol)、企业盈利水平

(prolev)、人均资本(percap)、企业年龄(age)、产业竞争度(comlev)、杠杆率(leverage)以及资本密集

度(kintens).具体变量定义及计算公式如表１所示[１９][３５][３６].

　表１ 主要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 样本量 平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标准差 计算公式

citburden 实际有效税率 １４６０６３３ １４．４７０ 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７．４３０ 应交所得税/利润总额∗１００％
soe_k 所有制(按实收资本) １４６０６３３ ０．０７１ ０ １．０００ ０．２５６ 实收资本中国家资本金最大则取值１,否则为０

soe_reg
所有制(按登记注册类
型) １０９６１３７ ０．０７１ ０ １．０００ ０．２５６ 国有企业取值１,否则为０

skratio 国家资本金占比 １４５２３１７ ０．０６５ ０ １．０００ ０．２３７ 国家资本金/实收资本

salesvol 企业规模 １４６０６２５ ９．９３８ ０ １８．８８０ １．２８３ ln(销售收入)

prolev 盈利水平 １４６０６３３ ０．１１８ －２３．４１０ ５２．８１０ ０．３１１ 利润总额/资产总额

percap 人均资本 １４６０６３３ ３．７３６ －６．８０２ １４．９５０ １．２９７ ln(固定资产总额/全部职工数)

age 企业年龄 １１１２８６５ １４．９７０ １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６５．２２０ ２００８－企业成立年份

leverage 杠杆率 １４６０６３３ ０．５５１ ０ ２８．３００ ０．３１２ 总负债/总资产

kintens 资本密集度 １４６０６３３ ０．４７７ ０ ２８．８２０ ０．３２４ 固定资产/总资产

comlev 产业竞争度 １４６０４４１ ０．１６７ －３８００２１００．０００ ８．２４３ 税后利润/工业增加值

subden 补贴强度 １４６０６３３ ０．０１６ ０ １．０００ ０．０８９ 补贴收入/销售收入

fincost 融资成本 １４３５９２２ ０．０３２ ０ ５３００ ６．６２４ 利息支出/负债总额

sseratio 社保费率 １４５６８５９ ０．０６０ ０ １．０００ ０．１１８ 社会保障费用支出/工资总额

rent 寻租成本 １４５９０７５ ０．２０３ ０ １．０００ ０．１９７ 管理费用/工业增加值

evasion 企业避税程度 １４５９７１０ ０．５９１ －１０６３１１４０３６．５００ ３１．６５６ (推算利润－实际上报利润)/推算利润

prp_fan 产权保护指数 １３２９４６２ １１．４７０ ０ １６．４６０ ４．４４６
樊纲等(２０１１)编制的中国各地区市场化指数
中“减轻企业的税外负担”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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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分析

(一)产权性质与企业有效税率

首先验证企业层面产权性质与企业有效税率的关系,基于式(１)的回归结果如表２所示.其中,
第１和第３列的核心解释变量为按实收资本计算的产权性质虚拟变量,第２和第４列的核心解释变

量为按登记注册类型的产权性质虚拟变量,第１和第２列不考虑其他控制变量,在此基础上第３和第

４列加入控制变量进行回归.表２的回归结果都通过固定效应进行实证估计,在回归估计中控制了

企业个体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以及行业固定效应.
　表２ 企业产权性质与企业实际有效税率

(１) (２) (３) (４)

soe_k ０．２１７３∗ － ０．４０９０∗∗∗ －
(１．７９) － (３．２４) －

soe_reg － ０．７８２６∗∗∗ － ０．８４３７∗∗∗

－ (３．２６) － (３．１３)
salesvol － － １．９３２８∗∗∗ １．８４８１∗∗∗

－ － (２１．３５) (２１．８２)
prolev － － －０．７２６７∗∗∗ －０．３３７８

－ － (－２．７９) (－１．５５)
percap － － －０．３６２６∗∗∗ －０．３９４６∗∗∗

－ － (－５．４２) (－５．６３)
age － －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３

－ － (－０．２９) (－０．８７)
leverage － － －１．２６５８∗∗∗ －１．９１４３∗∗∗

－ － (－３．６７) (－８．３１)
kintens － － ０．１０５６ －０．０５１７

－ － (０．６１) (－０．２７)
comlev － －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９

－ － (－０．３５) (１．５７)
常数项 １２．６６６３∗∗∗ １２．２６４４∗∗∗ －３．３６３５∗∗∗ －２．７３６８∗∗∗

(５４．７２) (５５．２４) (－３．５４) (－３．４３)
N １４６０６３３ １０９６１３７ １１１２７２３ ８２３５７９
F ５．５４９６ ５．５７６４ ２７．１５７７ ２５．４１７０
p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是

　　注:(１)括号内汇报的是t值;(２)所有实证结果标准误聚类(Cluster)到地级市层面,且使用稳健标准误(Robust);(３)∗、∗∗、∗∗
∗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考察表２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企业的产权性质与实际有效税率显著正相关:平均而言,国有制

企业的有效税率较民营企业高０．４１个百分点.表２的回归结果显示,不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企业

产权性质与实际税率之间的关系显著正相关,主要参考第３和第４列的回归结果.进一步,当核心解

释变量为按登记注册类型的产权性质时,产权性质的估计系数(０．８４)大于产权性质按实收资本的估

计结果(０．４１).回归结果与理论分析是一致的,产权性质与企业实际有效税率具有正相关关系,即我

国产权制度在企业层面的安排与税收收入之间存在交换,在税收收入来源有限的情况下,政府产权制

度安排背后的逻辑是税收收入最大化.
其他控制变量中,企业规模与实际有效税率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人均资本和杠杆率与企业

有效税率显著负相关,其他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一般而言,企业规模越大,其企业所得税的税

基也越大,同时企业受当地政府关注度较高,其逃税的动机较小,因此可以预期实际有效税率也越高.
除此之外,政府产权制度安排也可能会考虑企业规模带来的收入效应,通过给予大规模企业更多的产

权保护以换取其所得税收入.平均而言,资本密集型企业人均资本偏高,地方政府在当地招商引资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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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是资本密集型企业,这一过程往往受到当地政府更多的税收优惠,可以推测其实际税率会偏低.杠

杆率与企业实际税率的关系与已有文献一致,杠杆率影响企业实际税率主要在于负债利息可以进行

税前扣除,进而可以降低企业实际有效税率.
(二)产权制度安排具体形式的检验

理论分析中,本文认为政府补贴、企业融资成本、社保费用以及寻租成本是政府产权制度安排的

具体形式,这部分基于式(２)对理论分析进行实证检验.具体的估计结果汇报在表３中.
　表３ 产权制度安排具体形式的实证结果

补贴强度 融资成本 社保费率 寻租成本

(１) (２) (３) (４)

subden ０．０６４６ － － －
(０．２２) － － －

soe_sub １．５１９７∗∗ － － －
(２．２６) － － －

fincost － ０．００１０∗∗∗ － －
－ (７．２５) － －

soe_fincost － －０．００９４ － －
－ (－０．８５) － －

sseratio － － ２．０５１４∗∗∗ －
－ － (４．７０) －

soe_sse － － －２．８０５２∗∗∗ －
－ － (－６．００) －

rent － － － －０．８３４７∗∗∗

－ － － (－３．５２)

soe_rent － － － －１．５３５０∗∗∗

－ － － (－４．４４)

soe_k ０．３７７１∗∗∗ ０．３５６６∗ ０．８３０８∗∗∗ １．０１２８∗∗∗

(２．７７) (１．８９) (５．７８) (５．５７)

N １０４９８９７ ６６８０５２ １１０１２０２ １０１９２９０
F ４２．５３２４ ８０．６１１３ ４２．９９８１ ２７．０９５２
p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表３中第１~４列分别对政府补贴、企业融资成本、社保费用缴纳以及寻租成本进行检验,即分别

加入企业产权性质(按实收资本)与上述四个产权制度安排具体形式的交互项.表３结果显示:企业

产权性质与政府补贴的交互项为正,这种正向关系表现在国有企业中,相对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政

府补贴强度提高１％,企业实际税率提高１．５１９７％.
企业融资成本这一渠道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理论上认为政府产权制度安排上通过给予国有制

企业低成本的融资机会,进而获取企业的税收支持,其与产权性质的交互项应为负.由实证结果看

来,融资成本这一具体形式尚不明朗,也可能与指标选取有关.
社保费用是企业用工成本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政府可以通过低社保费率缴纳的形式为企业提

供有差异的产权制度,最终达成与企业缴纳税收的交换.表３的回归结果显示,尽管社保费率的系数

为正,但是与产权性质交互项的估计系显著为负,且系数值(２．８１)远大于社保费率的估计系数(２．０).
这说明政府产权制度安排上通过针对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收取不同的社保费率,即对国有企业收取

较低社保费用以达到换取其税收支持的目标.
寻租成本是企业通过对政府部门的寻租进而获取生存、垄断等发展机会的成本.观察表３的结

果可以发现,寻租成本与企业实际税率呈现负相关关系,即不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政府通过对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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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取低寻租成本以最终获取高税收收入.进一步观察其与产权性质的交互项可以发现,政府这一制

度安排在国有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
(三)地区产权保护程度与企业有效税率

政府产权制度安排在地区层面的表现为地区产权保护程度,可以从市场化进程进行度量.地区

市场化进程指数中的子指标“政府减轻企业的税外负担”可以直接作为地区产权保护程度的测度指

标.表４中第１和第２列分别为加入产权保护指数以及其与企业产权性质的交互项.
　表４ 地区产权保护程度与企业实际有效税率的关系、稳健性检验

地区层面产权制度安排

地区产权保护程度

(１) (２)

稳健性检验

更换核心
解释变量

隶属关系 税制变革 避税动机

(３)
国家资本
金比例

(４)
地方

(５)
２００２年

以前

(６)
２００２年

以后

(７)
避税程度

prp_fan ０．２６９５∗∗∗ ０．２８９６∗∗∗ － － － － －
(３．０６) (３．２８) － － － － －

soe_k － １．３５９１∗∗∗ － － － － －
－ (４．６３) － － － － －

soe_prp － －０．１１０８∗∗∗ － － － － －
(－３．６４) － － － － －

skratio － － ０．６６４３∗∗∗ － － － －
－ － (４．０１) － － － －

soe_k － － － ０．３６５５∗∗ －０．３８２４∗∗∗ ０．３６４１ ０．４０４３∗∗∗

－ － － (２．５２) (－２．６１) (１．５０) (３．２０)

evasion － － － － － － －０．０００３
－ － － － － － (－０．５１)

N ９８８５０１ ９８８５０１ １１０６６３３ ８２７８０６ ５０３０７３ ６０９６５０ １１１１９１５
F ２２．９３７３ ２２．９４７７ ２７．２４０３ ２３．５４４８ ２１．９５３８ ４．８７８９ ２７．２１７１
p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考察表４的回归结果发现,在所有企业样本中产权保护与企业实际有效税率显著正相关(第１列

中产权保护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地区层面产权制度安排与税收收入之间存在相互交换的过程;但
第２列产权保护与企业产权性质的交互项显著为负,说明产权制度安排与税收收入这种关系主要体

现在民营企业中,国有企业中这种互相交换的关系不明显,同时也说明可能在市场化进程缓慢的地

区,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对国有企业实行“攫取之手”以获取税收收入.表４实证结果表明,地方政府会

根据地区实际情况设计不同的产权制度,最终以换取企业的税收收入支持.
(四)稳健性检验

上述产权性质与企业有效税率之间的回归结果可能受到核心解释变量的度量、企业隶属关系、所
得税税制变革以及避税动机等因素影响,需要进行稳健性检验.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呈现在表４
第３~７列中.

１．更换核心解释变量.表４中第３列展示了更换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结果发现:国家资本

占比与企业实际有效税率具有正向关系.这一结果与虚拟变量的回归结果是一致的,说明政府通过

增加国家资本金的形式影响企业,最终以达到换取企业税收支持的目的.

２．隶属关系:中央和地方.企业生产经营地更多受到地方政府的管理,就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关

系上,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存在较大差异.为了剔除央企的影响,表４中第４列为地方企业样本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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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结果,结果显示,在剔除央企样本后,企业产权性质与实际有效税率的正向关系依旧显著.

３．税制变革.表４中第５和第６列核心解释变量为按实收资本的产权性质虚拟变量,估计结果

显示２００２年之前产权性质与企业实际税率为负向关系,而２００２年之后产权性质与企业实际税率关

系变为正向.实证结果进一步证实了政府在税收收入来源有限的情况下通过产权制度安排以换取税

收收入的关系.

４．考虑避税动机.企业实际有效税率是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政府的产权制度

安排、税收征管力度是外部客观因素,而其避税动机是主观因素.税务部门的征管力度和产权制度安

排均与政府制度设计息息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二者是相辅相成的,而企业的主观避税动机可能会影

响本文的结论.
本文使用推算利润与实际上报利润的差额与推算利润的比例作为企业避税程度的一个代理指

标,将其作为控制变量以剔除避税动机对结论的干扰.根据已有研究的思路[３８][３９],具体计算公式为:

企业避税程度 Evasion( ) ＝
推算利润－实际上报利润

推算利润
,其中,推算利润＝工业增加值－利息－劳动者

报酬－折旧－间接税.表４中第５列将企业避税程度放入控制变量中.回归结果显示:控制变量中

加入了企业避税程度后,产权性质与企业实际有效税率之间的显著正向关系依旧保持稳健,企业避税

程度的估计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政府产权制度安排与税收支持的关系不受企业主观避税

动机影响,进一步说明二者关系的稳健性.

５．克服内生性:所有制变动.以上实证中产权性质可能存在一定内生性,即企业实际有效税率

可能会影响企业的产权性质安排,这种内生性会对本文的结论产生偏差.为此,此部分基于企业所有

制自然变动的自然实验,通过双重差分法以观察企业产权性质变动对其实际有效税率的影响.具体

构建产权性质变化变量方法为,根据企业实收资本测算的产权性质变量,若企业当年产权性质发生变

化,则取值１,不变则为０.本文通过考察民营企业国有化(soechange)和国有企业民营化(pechange)
这两种变化来捕捉产权性质对企业实际有效税率的影响,若与本文核心结论保持一致,则预期民营企

业国有化(soechange)与国有企业民营化(pechange)这两个变量的估计系数分别为正向和负向.
实证结果发现:民营企业国有化后实际税率显著提高,国有企业民营化后实际税率显著降低.这

一结果印证了上述产权性质与企业实际有效税率的关系,国有企业实际有效税率显著高于民营企业,
背后的逻辑是政府产权制度安排与税收支持的交换(限于篇幅,具体实证结果略).

五、结论与建议

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产权保护制度一直处于滞后状态,产权制度

的安排直接关系着企业能否平等进入市场竞争.产权制度一头是政府部门,另一头是实体企业,从制

度设计角度出发,我国相对滞后的产权制度安排与实体企业有效税率有何关系,这类研究目前尚未受

到关注.本文基于产权制度安排的角度,借鉴诺思的思路,从理论和实证探讨了产权制度安排与企业

有效税率的关系,探索我国产权制度安排的背后逻辑,主要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理论上产权制度安排是影响企业有效税率的重要制度因素.产权制度安排的中国特色有

企业层面的产权性质安排以及地区层面的产权保护程度.企业的所有制安排是政府产权保护制度在

企业产权性质上的表现,另一方面政府产权制度安排在企业层面的具体形式包括政府补贴、融资成

本、社保费用以及寻租成本四个方面,而地区产权保护程度则是直接对地区产权制度安排进行量化打

分.政府面临财政收入诉求,在财政收入来源有限的情况下,通过有差异的产权制度安排以换取实体

企业的税收收入支持,进而造成企业有效税率的差异.
第二,实证结果发现企业层面产权性质与实际有效税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平均而言,国有制

企业的有效税率较民营企业高０．４１个百分点.微观层面,我国产权制度安排与税收收入之间存在交

换,在税收收入来源有限的情况下,政府产权制度安排背后的逻辑是税收收入最大化.上述结论在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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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度量指标、考虑企业隶属关系、税制变革、内生性以及企业避税程度后依旧成立,结论具有稳健性.
第三,政府补贴、社保费用以及寻租成本是企业层面产权制度安排的具体形式,融资成本尚不明

确.政府的产权制度设计最终通过差异化的政府补贴、社保费用以及寻租成本等生产要素影响企业

生产经营,而最终通过企业较高的有效税率作为产权制度的回报.
第四,实证发现,地区层面产权保护制度与企业有效税率具有显著正向关系.地方政府的产权制

度安排会依据地区差异对不同企业实行“攫取之手”,在市场化进程缓慢的地区,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对

国有企业实行“攫取之手”以获取税收收入.
结合上述结论,我们认为以下措施有利于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产权制度:一

是进一步理清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事权关系,地方政府在面临财政收入的诉求时,会选择性实施有差

别的产权制度以优先保证财政收入,因此理清中央与地方关系,可以从制度根源减少完善现代产权制

度的障碍;二是现代产权制度的完善过程中,工作重点是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全面深化市场化改

革,减少实体企业不必要的制度成本,通过全面提高市场化水平,为现代产权制度完善提供良好环境;
三是注重补贴和优惠政策的普惠性,在涉及实体企业政策时需要注意政策的普惠性,营造不同所有制

企业公平竞争、发展的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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